
西方文学 “人"的母题的现代转型 
— — 兼论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蒋 承 勇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文学和 18世纪的启蒙文学标志着现代形态之西方文学的成型。人文主义 

文学在汲取传统形态西方文学的人文养料后，孕育出了现代形态的 “人”的母题，其演变过程大 

致经历了 “原欲”型、“原欲+人智”型、“原欲+人智+上帝”型三个阶段，其中 “原欲”是核心 

内容。启蒙文学中 “人”的母题总体上呈 “原欲+人智+上帝”的结构框架，但侧重于 “人智”， 

“原欲”则以隐性形态存在着。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均因 “人”的母题 中 “上帝”成分的存在 

而表现出对西方现代价值观的疏离与反叛。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中国五四新文学中的入学思想， 

主要接纳的是西方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中 “原欲”与 “人智”意义上的 “人”的母题。 

关键词 西方文学 “人”的母题 原欲 理性 五四新文学 

作者蒋承勇，1957年生，台州学院文学院教授 (台州 317O00)。 

“文学是人学”。一部西方文学史，乃为 “人”的母题的演变史，亦是映照西方社会价值观 

念演变的一面镜子。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学界对西方文学中 “人”的问题的研究往往 

因为它与 “人性论”有理不清、割不断的联系，从而无法深入，于是，总停留在 “人道主义”、 

“人本主义”之类的泛泛而谈上。特别是在对现代形态的西方文学——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 

— — 的人学思想的把握上，过分强调古希腊一罗马文学与文化的世俗人本传统的作用与影响， 

而忽视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学与文化的宗教人本传统之作用与意义，从而影响了人们对西方文学 

人性意蕴的深度体认。本文则从传统或古典形态的西方文学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和 18世纪 

启蒙文学的关系人手，论述世俗人本传统与宗教人本传统如何在现代形态的西方文学中的融合 

与演变，并形成现代形态的 “人”的母题，从而完成了西方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人文主 

义文学、启蒙文学所蕴含的人学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五四新文学。 

古希腊一罗马文学和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学 (简称 “两希”文学)是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 

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文化内质和人性取向。古希腊一罗马文学重视人的自然欲望的实现，崇尚 

人智、放纵原欲，蕴含着一种个体本位、肯定人的现世生活之价值与意义的世俗人本意识，其 

人性取向呈 “神一原欲一人”三位一体之形态，其文化内质是自然原欲型的。希伯来一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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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重视人的精神与灵魂，追求彼岸世界的超现实价值与意义，强调理性对原欲的抑制，蕴含 

着一种尊重理性、群体本位、崇尚忍让博爱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宗教人本意识，其人性取向呈 

“神一理性一人”三位一体之形态，其文化内质是宗教理性型的。① 世俗人本意识与宗教人本意 

识代表着西方文学传统形态或古典形态的 “人”的母题的两种基本类型。理性与原欲是人性中 

相反相成的两个层面，原欲型的古希腊一罗马文学与理性型的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学因各 自蕴含 

着人性中既对立又统一的双重内涵，从而呈现出文化内质上的异质与互补特性。 

不可否认，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化与文学引导人放弃 自我的现实努力而追求超现实世界，这 

固然有重神轻人、重彼岸轻此岸、重神圣轻世俗，使人的主体性萎缩甚至人性异化的一面，但 

这种文化与文学在力图使人的自然原欲合理存在与外现的基点上，引导人追寻生命的终极意义， 

把人往精神、灵魂和道德的层面提升。这较之于古希腊一罗马的原欲型、世俗式人本传统，是 

人对自我理解的一种进步与升华，是合乎人的精神与理性之本质的，因而也有其人文性质。希 

伯来一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的这种宗教人本传统是西方文学现代形态 “人”的思想的来源之一。 

当然，笔者强调古希腊一罗马文学是原欲型的，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其理性成分，而只是从 

相对和比较的意义上把握这种文学的文化内质之主导方面，从而区别于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学。 

其实，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就整体的古希腊一罗马文化而言，特别是它的哲学、逻辑学和政 

治学等是富有理性精神的。亚里士多德就提出过人是 “理性的动物”的著名论断。不过，古希 

腊人崇尚的 “理性”是人的知性能力，这是一种哲学理性，也可以称之为世俗理性；而上文所 

说的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学中的 “理性”则是宗教理性或道德理性，它与 “原欲”相对而言。“希 

腊人的一个根本事实是他们一定要运用自己的思维能力。”② 所以，古希腊人善于运用知性能力 

穷究宇宙的来源和事物的真相，探寻社会的正义，诘问人生的目的，表现出求知识、善思辨、 

爱智慧、究真理、敢冒险的 “寻求逻各斯”性格。这种世俗理性精神鼓励并推动着古希腊人去 

探寻所面对的客观存在之规律与意义，而不重视叩问彼岸世界的奥秘和人的终极归属，因而这 

种哲学理性在文化价值取向上与古希腊文学的原欲意识有契合之处：它们都引导人追寻世俗的 

价值与意义。这也是古希腊缺少宗教文化的重要原因。古罗马人沿袭着古希腊人的哲学理性， 

但它是一个更务实因而更富于世俗倾向的民族，古罗马人没有古希腊人那种对知识和自然孜孜 

探求的浓厚兴趣，亦不擅作形而上学的思辨，他们关心的是伦理和政治问题，特别是法制建设， 

从而形成了一种法律的、政治的理性意识神，这也是一种关于社会和现世事务的世俗理性。因 

此，“两希”文化与文学在理性内涵上有明显的分野，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人性理解的不同取向。 

雅各布·布克哈特称文艺复兴是 “人的发现”③ 的时代，这一说法普遍为人接受。然而，被 

发现的是怎样的 “人”呢?这又涉及对人文主义内涵的理解与把握，因此，这一问题是值得深 

思与探讨的。 

文艺复兴 “人的发现”，首先或主要的是感性或原欲的 “人”的发现。感性生命主要体现为 

男女之事，感性或原欲中最根本的也是 “性”，所以，中世纪的基督教，乃至一切成体系的文明 

社会的宗教，都首先从抑制性开始，把女人视作 “魔鬼”。从这个角度看，《圣经·创世纪》中亚 

① 关于古希腊一罗马文学的世俗人本传统与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学的宗教人本传统的互补关系，参阅拙文 

《世俗人本意识与宗教人本意识的对立与统一—— “两希”文学之文化内核异质互补论》，《文艺研究> 

2003年第4期。 

② 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通向希腊文明的源头》，徐齐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 20 

页。 

③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 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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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与夏娃偷吃禁果而犯罪，隐喻的是性犯罪，并且是人类的 “原罪”，蛇则是性的隐喻 (以蛇作 

为女阴或男根之隐喻，乃世界许多民族的文化现象)。因此，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对人的原欲的抑 

制，首先是男女性爱。同样因为这一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对基督教文化的反叛，首先也从反 

叛性爱问题上的禁欲主义开始。在此，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显然我们不 

能说波提切利、拉斐尔等人对女人人体的描绘完全出于感官的愉悦，出于肉体感性的需要，但 

对人体之美的赞颂则是十分明显的。在他们看来，赞美肉体就是赞美生命，赞美上帝创世之奇 

功。在这里没有任何邪秽的不健康的东西，因为人体之美 (哪怕是女性裸体)给人的不是邪念 

的满足，而是生命的充实。”① 这种肉体之爱、“生命的充实”的观念，显然与基督教教义相左。 

但是，当人们把人的肉体乃至性本身看成是上帝的造化、上帝赐予人的美与快乐时，一种重新 

解说教义，因而似乎并不背叛上帝和宗教的新 “人”的观念就产生了。这就是早期人文主义对 

肉体、性、爱情的一种神性理论依托，也是他们敢于那么大胆而真诚 (犹如对上帝的虔诚)地 

表露对性爱的渴慕的根本原因。 

b伽丘和拉伯雷是早期人文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创作中的 “人”的观念延续着古希腊～ 

罗马式的原欲型世俗人本意识。在 b伽丘看来，男女之间的两性吸引、两性之爱是天然合理的，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抗拒，因为它是上帝的造化，而不是什么 “罪恶”。他要人们丢弃快乐天国的 

梦幻，去寻找人间的幸福；他要人们把关注于超现实世界的目光转向现实的人生，转向人自身。 

这是对 “人”的一种自我发现，是人文观念的重大转折。他在 《十日谈》第四天故事的开头曾 

说：“谁要是想阻挡人类天性，那可得好好儿拿点本领出来呢，如果你非要跟它作对不可，那只 

怕不但枉费心机，到头来还要弄得头破血流呢。”② 第四天讲的关于 “绿鹅”的故事，则是对这 

一 道理的形象而有力的说明。它告诉人们，两性吸引，两性相爱，这纯属本能，属 “天律”，硬 

要视其为恶，人为地去严加制裁，就悖逆了天律。教会的禁欲主义就是这样走向悖逆 自然人性 

境地的。《十日谈》描写了众多男欢女爱的故事，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就是：人欲是天然合理的! 

小说所表现的 “人”是原欲型的。 

诚然，b伽丘对人性的理解是过于狭隘的，因为他仅仅或者主要把两性之爱的实现视为人 

生之幸福与快乐，把原欲视为人的本质，但是，他瞄准禁欲主义的要害万箭齐发，也不失为有 

效的方法。特别可贵的是，他通过 《十日谈》阐述了舒展的人性同人的幸福和快乐之间的关系， 

让人们看到了幸福在人间，幸福在 自身，而不在天国，不在上帝身上，从而找回了失落于中世 

纪基督教文化世界中的那个自然欲望意义上的 “人”，这是有重大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的。 

但是，如果对人的幸福快乐和本性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自然人性的舒展上，尤其像 b伽丘那 

样主要停留在自然欲望的实现与满足上，那么，人文主义的思想层次就显得太低了。人之为人， 

还有高贵的理性，人需要理性与精神的提升。在这个问题上，法国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对 “人” 

的理解与把握显得更全面。他在肯定 自然人性的同时，又强调了人智对于人生的意义。他笔下 

“巨人”的生命追求不仅仅靠 自然欲望的推动，更是靠人智的牵引。他的 《巨人传》描写了三代 

巨人离奇的故事。几百年来，欧洲人生活在基督教文化世界里自甘渺小，仰视神圣而伟大的上 

帝。拉伯雷首次用 “巨人”向神圣的信仰发起攻击，表达了人的自豪与乐观。作品中巨人们那 

种狂放不羁、目空一切的行为，冲破了传统的道德规范，实质上表达了人对自我的一种新理解： 

神圣与崇高不存在于人之外，而存在于人自身；一个发展完善的人本身就是神圣的。巨人的狂 

① 启良：《西方文化概论》，花城出版社，2000年，第368页。 

② 卜伽丘：《十日谈》(上册)，方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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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不羁，表达了要求摆脱种种精神束缚的人的那种自由意志与乐观精神。 

巨人们在外形上的庞大无疑仅是一种象征，说明完善的人首先在自然体格上是健全的，且 

拥有人的种种 自然欲望，包括正常的男女之爱。这是对自然原欲意义上的 “人”的充分肯定， 

与 卜伽丘对 “人”的理解相似。此外，拉伯雷还告诉人们，人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完善，精神的 

完善关键在于人智的开发，人智的开发关键在于对知识的把握；人的自由、强大、力量主要生 

发于人的知性能力。所以，《巨人传》在塑造巨人形象时，特别强调人智的开发。三代巨人都追 

求知识、真理和正义，也就是追求 自身的完善。如果说 卜伽丘的 “人”主要是 自然原欲的话， 

那么，拉伯雷的 “人”则是 “人智+原欲”。无疑，较之 卜伽丘，拉伯雷拓展了 “人”的观念的 

内涵，标示着他对 “人”的理解的深化，从而发展了文艺复兴早期的人文主义思想。 

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是后期人文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的创作延续着此前人文主义作家的 

世俗人本观念，又在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化与文学中汲取了宗教人本意识的养料，“人”的观念呈 

“原欲+人智+上帝”的结构框架。 

文艺复兴后期的欧洲，基督教文化价值观念受到了现实欲望的冲击，“个性自由与解放又在 

相当大的范围与程度上导致了纵欲主义和享乐主义。”①如布克哈特指出的，古希腊一罗马的个性 

主义，“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它可能是正确的，特别是牵涉到他们生活的放纵方面。对于其余 

的人来说，它或者可以说有些接近于正确，那就是在他们熟悉了古代文化之后，他们以对于历 

史上伟大人物的崇拜代替了圣洁基督教的生活理想。所以我们能够理解：这很容易诱使他们把 

那些过错和恶行看作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他们的英雄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过错和恶行但仍是伟大 

的。”② 人们普遍以古代英雄为榜样，以人文主义的个性 自由为生活准则，在反宗教禁欲主义的 

同时也走向了道德的混乱状态。此外，“在 l6至 l7世纪，欧洲人第一次拥有了整个地球的大片 

土地，他们本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勃勃的野心，如现代人试图登上月球一样充满了占有欲。冒险 

与开发使他们拥有了各地的奢侈品，从而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也激发了欲望。”⑧因此，这既是 

充满激情与创造力的时代，也是一个欲望膨胀、充满贪婪、滋生邪恶的时代；既是人文主义对 

基督教传统文化高奏凯歌的时代，又是一个旧信仰解体、新信仰脆弱的道德失范的时代。面对 

这一局面，后期的人文主义者大多头脑更清醒冷静，不再一味信奉早期人文主义的准则，并对 

基督教文化作了重新认识。事实上，许多人文主义者一开始就未曾放弃对基督教的信仰，在人 

欲横流、道德失范的现实面前，他们往往又从基督教文化中寻找医治现实病痛的良药。 

塞万提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虚拟堂吉诃德形象追怀失落的信仰、表达新的人文主义理 

想的。在堂吉诃德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古希腊式的个性袒露、原欲冲动的英雄，而是希伯来 

式的充满忧患意识、满怀基督之爱的救世者。他 “横行”天下并力图想建立的与其说是那失落 

了的 “骑士道”，不如说是 《圣经》中耶稣要人们等待的人人平等、自由幸福的彼岸天国。因 

此，用以往的眼光看，堂吉诃德简直不含有 “人文主义”思想，然而这恰恰说明，塞万提斯作 

为后期人文主义作家，拥有的是新的人文主义思想，他的小说蕴含着新的 “人”的观念。与堂 

吉诃德相反，桑丘代表的是现实功利原则。他肯定并执著于功利原则，肯定人的自然欲求的合 

理性，追求个性的自由与解放，体现了世俗人本意识。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这个以宗教人本 

① John P．Mckay，Bennett D．Hill，John Buckler：A History of Western Society，Volume l，Boston，1987，P． 

490． 

②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423页。 

③ John P．Mckay，Bennett D．Hill，John Buckler：A H／story of Western Society，Volume l，Boston，1987，P．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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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为本质特征的形象对桑丘及其代表的现实世界，对放纵原欲、个性膨胀的古希腊式人本意 

识和社会现实状况作了善意的、温和的批评。由此可见，认为堂吉诃德就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 

形象，认为堂吉诃德代表了塞万提斯的人文主义思想，显然是不全面的。笔者认为，比较可靠 

而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堂吉诃德+桑丘=塞万提斯式人文主义。 

莎士比亚无疑深受文艺复兴前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然而，他的创作几乎从来也不曾表 

现出一味地肯定人的自然欲望的态度，而是主张让自然欲望接受人智的引导，并沐浴上帝之爱 

的阳光雨露，从而去其粗俗乃至野蛮与疯狂的成分，进而使原欲出落得激情而节制、浪漫又美 

丽。在早期诗歌与喜剧中，莎士比亚笔下出现了被称之为人间的 “伊甸园”的美丽世界。不过， 

它显然不是古希腊神话所描绘的爱的乐园。那里，青年男女之间充满了发自自然性爱的激情， 

这个世界也因此洋溢着生命与青春的气息。尽管时而有乌云蔽日，但美总是战胜恶，自然生命 

的激情总是展示出无限的美丽。何以如此呢?首先在于这个世界中的人每每是通达而明智的， 

能以自己的理性去辨别什么是褊狭、自私与谬误，去抑制欲望的冲动，然后，以宽厚与仁慈待 

人，让仁爱去消解一切的仇恨与怨愤，使世界变得美好。莎士比亚早期的抒情诗，男女之爱不 

可谓不热烈奔放，但总是热情而又理智。早期的喜剧延续并拓展着抒情诗的主题，让爱的小夜 

曲变成了爱的交响曲。在喜剧中，爱情战胜偏见，爱情融化仇恨，爱情给人智慧，爱情给人勇 

气；美满的爱情总是以善良、无私、坚毅、忍耐、真诚、宽容等高尚的品质与情操为前提。因 

此，这种爱情是生发于世俗情感的，但又有超世俗的倾向，自然爱欲经理智与仁慈过滤后升华 

为美的情感。可以说，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中，放纵的爱欲从来都是不被肯定的，如果说， b伽 

丘等以 “人欲天然合理”反禁欲主义，莎士比亚则以 “爱情是天经地义”的来反禁欲主义，但 

他同时又说：“仁慈是人间的上帝。”① 在他看来，离开了仁慈与理智，自然之爱必然走向爱欲的 

放纵，爱情之美也就消失了。可见，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莎士比亚，一开始就拥有宽广而深沉的 

胸襟，这是一种上帝式的宽广，一种基督式的深沉。在莎士比亚早期的创作中，基督教文化的 

节制忍耐，在剔除了教会禁欲主义的极端成分后显出了人文之温情，成为一种与古希腊一罗马 

文化互补的文化养料。 

莎士比亚的悲剧为我们描绘的是一幕幕恶欲践踏仁慈和宽厚的逼真图画。那真是一个 “颠 

倒混乱的时代”，一个失落了上帝的时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莎士比亚在悲剧中描写了人欲横 

流的现实，描写了一幕幕仁慈与宽厚备遭践踏的惨剧后，总是在道义上留给人们些许安慰和丝 

丝希望，因为他依然相信：虽然 “残暴”可以践踏 “仁厚”，但 “仁厚”最终仍将是胜利者，上 

帝依然站在善与正义一边。正如他早期喜剧与历史剧中人文主义理想的闪光点总落在基督式的 

仁慈、宽厚、博爱上一样，在悲剧中，仁慈、宽厚、博爱则成了映照灵魂之善恶的明镜。哈姆 

莱特在现实中看到的是让 “罪恶的匆匆”吞噬了理性的人，而他理想中的人则是另一情形：“人 

是一件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 

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② 

这一描写中的 “人”，既可以说是哈姆莱特原来想象中的 “人”，是他 “重整乾坤”后希望 

出现的 “人”，也是莎士比亚自己理想中的 “人”，而不是 b伽丘和拉伯雷理想中的 “人”，其文 

化血缘联结着宗教人本传统。人之所以是 “一件了不起的杰作”，是因为他是上帝创造的；正因 

为他是上帝的造物，而且如 《圣经》所说是上帝照 自己的模样造出的，所以才有 “高贵的理 

① 《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76页。 

② 《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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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伟大的力量”、“优美的仪表”、“高雅的举动”，才像 “一个天使”，“一个天神”!上帝创 

造了自然之后，又创造了人，并把 自然世界的一切都交给人去管理，而且在所有的造物中，只 

有人是按上帝的模样造出来的，人当然就成了 “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尤其是，人有 “高 

贵的理性”，它能看护灵魂，使其不受贪欲的侵蚀。这 “理性”有宗教道德理性与世俗哲学理性 

(智性能力)的双重成分，意味着人能节制原欲、明辨善恶。而现实中人的实际情形是，理性的 

堤坝被私欲的洪水冲垮，从而走向了堕落。可见，莎士比亚要追寻的显然不是高呼 “人欲天然 

合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人”，而是理性和仁慈宽厚的 “人”。哈姆莱特就是这种 “人” 

的代表，是一个从传统价值观念中挣脱出来却又与传统有千丝万缕联系的 “人”。 

莎士比亚对人的认识虽然不见得十分科学、合理，但其深刻性是超出此前人文主义作家的。 

尤其是，他的人文观念明显与基督教文化有血缘关系；他的仁慈、宽厚、节制、博爱和不以恶 

抗恶等，使他的胸怀拥有了基督式的宽广与深沉；他对人智与知识的崇尚，又显然与拉伯雷以 

及古希腊一罗马文化中崇尚人智的传统相连接，而放纵原欲的传统则被基督教的节制原则所 

“过滤”后有选择地接纳于其思想中。因此，莎士比亚既沟通了人文主义与古希腊一罗马传统的 

联系，又延续了中世纪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化之血脉；他的创作是世俗人本意识与宗教人本意识 

相融合的典范。 

可见，以肯定个人世俗欲望的合理性为起点的人文主义，到莎士比亚这里又融入了基督教 

人本意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步入了新的境界。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创作所表现的 “原欲 + 

人智+上帝”式的 “人”，是西方文学现代形态之 “人”的母题基本成型的标志。 

由此，我们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 “人文主义”的内涵也有了更全面的理解。人文主 

义是古希腊一罗马世俗人本传统与希伯来一基督教宗教人本传统在文艺复兴这一特定时代冲撞 

后走向融合的产物。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早期，人文主义是以古希腊一罗马世俗人本意识为主体 

的，此时，它对基督教文化思想的胜利，也就意味着古希腊一罗马文化的胜利。正是在这种意 

义上，文艺复兴是一个文化转型时期，它将一度极端化了的人、神关系，也即原欲与理性、主 

体与客体的关系作了调整，从而有了 “人”的觉醒与解放。可见，文艺复兴运动中既有两种文 

化对立与冲突的一面，同时又有融合与互补的一面，因而，人文主义决不只是古希腊一罗马文 

化的单一性延续与继承，更不是简单的重复，它同时又吸收了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化中的合理成 

分。原始基督教和 《圣经》本身所倡导的克制人的原欲，倡导仁爱、忍让、宽恕等博爱思想， 

体现的是宗教人本意识，它与中世纪教会宣扬的教义不能同Et而语。这种思想在本质上也体现 

了对上帝之创造物的人的个体的尊重与爱护，因而，它与古希腊世俗人本思想虽然并非同出一 

源，但却殊途同归，都是出于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维护。这正是两种异质文化融合的契合点。 

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这两种文化都是在人类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们各 自都 

有其发乎人性、合乎人性和违背人性、危害人性的积极与消极因素，因而都有其对人类生存与 

发展所起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它们当中任何单一的文化范式都不是人的本质的全面反映，因而 

也不是人类发展所需要的最合理的文化模式，只有两者的互补融合才是正确的选择。 

文艺复兴运动初步实现了西方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则推进了这种 

转型。与此同时，人文主义文学所孕育的西方文学之现代形态的 “人”的母题也在启蒙文学中 

得以延续并趋向稳定，或者说，世俗人本传统与宗教人本传统在启蒙文学中走向了更深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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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8世纪的欧洲被称为 “理性的时代”，启蒙运动的总体精神是理性主义，① 这是文艺复兴个 

性自由与解放的主题在新的人文层面上的延续与发展，因此，这是一个新的 “人的发现”的时 

代。这 “新”的集中表现是：启蒙运动在 “人”的理解上由文艺复兴以 “原欲”为核心上升到 

以 “人智”为核心。与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的宗教理性不同，启蒙思想家倡导的 “理性” 

是从 “自然法则”角度提出的，主要指的是人的天然拥有的全部知性能力，它可以帮助人不凭 

借任何外在的权威与力量 (包括神与人间权威)去认识真理。在 l8世纪的思想界，世间的任何 

存在几乎都要经由理性才能作出裁决，理性成了判定一切存在合理与否的最高尺度。因此，正 

如恩格斯所说，18世纪是 “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② 显然，启蒙时代的理性精神在很大程度上 

是古希腊一罗马哲学理性的延续与发展。这种理性精神帮助人摆脱宗教宇宙观与世界观，引导 

人们走出蒙昧主义的迷津，让个体的人凭借天赋的知性能力去理性地面对并审视自然、社会和 

自我。因此，较之文艺复兴时期对 “人”的理解偏重于原欲，启蒙时代在人智意义上的 “人的 

发现”，则表现了人对自我的理解在新的人文层面上的提升与进步。在这个意义上，也即在新的 

“人的发现”与 “人的解放”意义上，可以说，启蒙运动发展了文艺复兴时期的 “人”的思想， 

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与延续。 

当然，这种 “发展”也和 18世纪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直接相关。l8世纪又被称为 “科学的 

世纪”，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在此时近乎是合流的，它们共同驱散着蒙昧主义的迷雾，廓清并拓 

展了人们的视界。科学与理性帮助人们摆脱上帝，他们也就更热衷于人间的事务，从而更快速 

地推进着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世俗化的过程，也即中世 

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是西方现代价值观成型并普遍盛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人们弘扬着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世俗化、功利性价值观，更疏离了对神圣价值和天国理想的追 

求，而热衷于对 “凡人的幸福”的追求。科学与理性的张扬使人相信自己就是上帝，人们崇尚 

科学，追求知识，并借科学与知识创造财富，以满足被释放出来的欲望。追求感性欲望的满足， 

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启蒙运动中生发出来的西方现代价值观的核心，因而，这种价值观 

在深层次上是以自然欲望为原动力的，或者说，原欲凭借人智的力量得到了更有效的和更大限 

度的实现与满足。而从人性内涵的全面性角度看，这种价值观在解放人欲与人智，满足人的感 

性欲望的同时，却淡化了人对精神和灵魂的追求，淡化了对终极意义的追求。 

作为启蒙运动产物的启蒙文学，自然也张扬着理性精神，但它与当下西方现代社会又保持 

着距离；它既张扬启蒙精神，又反叛着启蒙思想所构建的现代价值观。启蒙文学的这种两重性， 

在根本上起因于对 “人”的观念的理解与把握上的两重性。 

“自然人”形象是 l8世纪欧洲启蒙文学中最突出的人物群像，集中代表了启蒙作家对 “人” 

的理解与表述。他们在不同的作家笔下无疑有不同的特点，但有一个基本共性：他们通常都与 

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与现实的文明体系有一种对抗与叛逆心理，从而在人性的价值 

取向上表现出对超然于现实的 “自然人性”的追求。伏尔泰笔下的 “天真汉”的 “天真”秉性， 

在于他保持了 “自然人性”；孟德斯鸠笔下的 “波斯人”寻找的就是 “自然人性”和合乎自然人 

性的文明；狄德罗笔下的 “修女”渴求 “自由人”的生活，坚守的正是与修道院的宗教文明相 

对立的 “自然人性”；卢梭笔下的 “新人”无非是 “自然人”的代名词，无论是爱弥儿、圣普 

乐、朱丽还是 《忏悔录》中的 “我”，都是现实文明的 “局外人”，都是保持了人的 “自然人性” 

① D．W．Hamlym，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Harmondsworth：Penuin Books，1987，P．210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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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自然人”。启蒙学者所说的 “自然”指的是 “天然的”、 “本性的”和 “固有的”意思，因 

此，“自然人性”也就是人的一种与生俱来、浑然天成的属性，它属于人本身，而不需要人之外 

的力量去赋予、去造就。在启蒙学者看来，这种 “天然的属性”，除了自然欲望之外，就是天赋 

的 “理性”，或者说主要是理性。正如洛克所说：⋯理性’也就是自然法。”① 启蒙思想家强调自 

然人性，是在强调和肯定人的理性本质以及理性对真理的认识与把握能力，是在肯定人 自身的 

主体力量与价值，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宗教倾向；启蒙文学强调和肯定 “自然人”身上的 

“自然人性”，是在肯定人的理性能力，强调人凭借理性的判断能力制约并引导原欲趋善。可见， 

“自然人”形象在人性取向上以理性为指归，体现了启蒙时期人们对 “人”的理解由 “原欲”向 

“人智”的提升，体现了l8世纪欧洲那 “用头立地”的理性主义时代精神。 

从人文渊源上看，文艺复兴运动发现的主要是感性意义上的 “人”，人文主义文学主要从古 

希腊一罗马的文学艺术中汲取原欲型文化思想以对抗教会的禁欲主义；而启蒙运动发现的主要 

是理性 (知性)意义上的 “人”，因此，启蒙文学则从古希腊一罗马哲学文化中汲取理性精神的 

养料以对抗教会的蒙昧主义，或者说，启蒙文学的理性精神和古希腊一罗马的哲学理性有血缘 

关系。所以，人文主义文学中的 “人”和启蒙文学中的 “人”在文化血脉上虽然都通向古希腊 

一 罗马传统，都是世俗人本意识的延续，但又有不同的人性取向：前者取向于原欲，后者取向 

于人智。不仅如此，与人文主义文学相似，启蒙文学中的 “人”也包容了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化 

与文学的宗教人本传统。 

启蒙学者高举 “理性”的大旗反教会，其首要目的是把真理的权力从上帝那里返还给人自 

身，让人用天赋的知性能力去重新解说宇宙与社会，因此，他们与基督教乃至整个文明社会呈 

对抗性关系。如无神论者狄德罗，他从根本上否认了上帝的存在及其合理性，他认为上帝是没 

有的，“崇拜上帝无异于崇拜人的想象的创造虚构物，或者简直是崇拜乌有的东西”②；卢梭则把 

人放到神的位置上，认为神就是人自己。启蒙文学中的 “自然人”也往往拥有启蒙学者的叛逆 

性格，因而通常与现实相对立，维护所信奉的 “自然原则”，体现出一种理性批判精神。然而， 

无论是 “自然人”形象还是启蒙作家本人，他们在否认上帝，否认既有文化与文明，否认现实 

社会制度的同时，都力图在解构了他们认为不合理的现实存在之后，以他们所信奉的 “理性” 

去重构一种新的存在。在这种解构与重构的努力中，他们往往又陷于文化选择的悖谬之中：解 

构的对象常常又成了重构时被重新选用的对象。他们在批判了 “上帝”之后，在否定了他们要 

否定的宗教教义之后，又不可避免地继续沿用这些 “旧瓶”去装 “新酒”。他们从科学的角度， 

在 “真”的层面上否定了上帝和神学宇宙观，随之又从道德伦理的角度，从 “善”的层面上肯 

定了上帝和基督教文化。“自然人”形象虽然都以理性精神去抗拒现实环境，否认现实存在的合 

理性，但是，他们往往在以独立的知性能力批判现实、批判宗教的同时，又敬奉着基督教的善 

的观念。他们强烈批判的通常是教会和教徒在违反本原意义上的宗教教义而表现出来的伪善丑 

恶，这种批判的道德准则主要是基督教的善、仁慈、博爱，精神的和伦理道德意义上的 “上帝” 

依然是抑制原欲冲动的力量之源。在伏尔泰的 《天真汉》中，原始人状态的 “天真汉”在新教 

徒高尔同的教化下，接受了 “启蒙”教育，使他既掌握了人类的科学知识和新的哲学体系—— 

知性得以启蒙，又懂得古今的历史、哲学、文学与宗教——经受传统文明与文化的熏陶与启迪， 

从而成为既保留了 “纯真的自然人性”，拥有知性能力，又有善恶观念和仁慈博爱思想的 “文明 

① 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6页。 

② 转引自高九江 《启蒙推动下的欧洲文明》，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 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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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人”。“天真汉”式的 “文明的新人”较之于教会中的 “文明的恶棍”，其根本差别在于：前 

者因拥有 “上帝”而超越了原欲并远离了 “恶”，而后者则背离了 “上帝”从而走向了 “恶”。 

伏尔泰在 《老实人》中构建了一个 “黄金国”，它是一个道德理想国，是爱的伊甸园，它合乎 

“自然人”的道德理性，而这道德理性来自于基督教的博爱、趋善思想。 

启蒙文学中宗教人本意识尤为浓郁的是卢梭的小说。卢梭在理论上把社会和文明视作人之 

原罪的承载体，个体的人则拥有了上帝的善，拥有了神性。但是，人要真正趋善成圣，却要经 

过道德之炼狱的洗礼，必须以德性去规约原欲；个体的人要经过 “美德”对人性的考验才能由 

人而圣。这也许就是卢梭对 “启蒙”的另一种理解。卢梭的小说借 “新人”形象表达了他关于 

“人”的理想，为人们昭示了由人而神的圣化之路。“新人”形象之所以能把欲望冲动和情感激 

荡深埋于心底，主要在于他们赋有教士般的秉性：赎罪与忏悔意识、禁欲意识和博爱意识等。 

《新爱洛伊丝》中的圣普乐和朱丽是这方面的典型，他们那爱的欲望总是在 “美德”的牵引下升 

华为善与崇高。作为启蒙作家，卢梭崇尚理性，但他所理解的 “理性”除了同伏尔泰等人一样 

强调人类天然的知性能力外，还特别强调宗教与道德意义上的 “天赋良知”。这种 “天赋良知” 

生发于人类历史的 “零度状态”。他倡导 “返回自然”，也就是要人回归或保持这种天赋的善良 

天性。卢梭所谓的历史的 “零度状态”和 “自然”状态，实质上不过是基督教所描绘的伊甸乐 

园或彼岸天国境界。在他看来，自然状态的原始欲望是善的或趋善的，人的情感欲求也是合理 

的，但它们都必须有良知与美德的引导。他希望人类社会 “返回自然”，并不是让人类回到茹毛 

饮血的原始状态，而是让人类在精神道德上走向善的境界，让人性摆脱现代文明的污染而保持 

纯洁的 “天赋良知”。而且，卢梭坚信人类可以在现实社会中建立天国般的理想社会。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卢梭把人自己当作了神，把上帝的善赋予了人自身，把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调了个 

位，把彼岸世界拉到了此岸世界，把天国拉到了人间。所以，卢梭对基督教的最大的反叛在于 

他否定了宗教宇宙观、否定了上帝而肯定了人自己，把人自己当作了上帝；卢梭与宗教的最紧 

密的联系在于他把宗教道德理想作为世俗人类的精神追求目标。因而，在卢梭这里，“启蒙”不 

仅仅是用知识与科学去 “照亮”人类的蒙昧之心，而是用上帝之善去拨开现代文明罩在人心灵 

上的恶，让 “良知”重见天El。因此，卢梭所理解的 “人”不仅有天然的智性能力，还有上帝 

般的善良天性，让人性自然而然地呈示出来，还其天然的善与美。他笔下的 “新人”形象除了 

能以天然的知性能力批判当下的现实社会之外，也往往更追求道德上的崇高境界，表现出了对 

精神与道德之完美的追求，从而对启蒙时期西方社会的世俗价值观表现出了疏离乃至反叛。这 

不仅不能说是卢梭思想的局限性，却应该说是他对人的理解的全面性与超前性。 

可见，在启蒙文学中，“人”的母题依然呈 “原欲+人智+上帝”的结构框架，但其重心在 

“人智”上，“原欲”以一种隐性形态存在着，“上帝”则是一盏高悬的精神与道德明灯。因此， 

启蒙文学中的 “人”少了一份人文主义文学中 “人”的那种来自原始欲望的狂放与粗俗，而多 

了一份由 “人智”与 “上帝”赋予的精神与灵魂的沉静与崇高，人们通常所说的启蒙文学的 

“哲理性”特征也正由此而生。此后的西方文学，大体上都蕴含着以 “原欲+人智 +上帝”为元 

结构的 “人”的母题，所不同的只是，在 “原欲”、“人智”和 “上帝”这三个基本元素上有着 

此消彼长的不同侧重而已。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启蒙文学一方面体现着 18世纪的欧洲社会的 

时代精神，推进着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以其特有的 “人”的观念同西方现代价 

值观拉开距离，表现出了对功利化、世俗化的现代社会的疏离与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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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相似，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以 “人的觉醒”为标志，所以 

它又被称为中国的 “文艺复兴”和 “启蒙运动”。的确，新文化运动实质上也就是中国现代化进 

程中的一次启蒙运动，而且，它的发生与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感召与影响有直接关系。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五四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个根本差别是，它凸显了崭新的 

“人”的主题，这一主题的灵魂来自西方文学与文化，其人文渊源主要是世俗人本传统。 

作为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文化，尤其是理学，是一种压抑人的个性与欲望的文化。它要求 

个人牺牲自己的意志去服从群体的意志，为维护国家与社会的平衡与稳定服务，要求把社会的 

和群体的要求转化为个人内在的道德要求，以群体为本位。这与西方现代价值观念截然不同。 

也正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很自然地接纳了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而且侧重于以个体为本位的 

世俗人本传统。当时的陈独秀认为，西方民族是个人本位主义的，东方民族是家族本位主义的， 

因此，若要振兴中华民族，必须以个人本位主义代替家族本位主义。① 胡适和周作人也竭力倡导 

“个人本位主义”，而鲁迅以 “立人”思想表达了个人主义的主张，郭沫若则通过 “大我”和 

“天狗”等形象表达了扩张的个人主义主张。总之，“个性主义”和 “个人本位主义”成了五四 

新文化运动刺向传统文化的一把利剑，其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这种意 

义至今犹存。 

值得进一步推敲的是，五四新文学通过 “个性主义”、 “个体本位主义”表现出来的 “人” 

的主题，其深层文化内质和人性取向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首先是 “原欲”，其次是 “人智”。 

对禁欲型文化的攻击，最好的途径就是充分肯定和大力张扬人的自然原欲，因此，无论中 

外，人的解放也总是从自然本能的解放开始的。西方文艺复兴文学的个性主义就是以强调人欲 

的 “天然合理”和充分实现为逻辑起点的，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不无相似之处。五四时期许多 

作家都从人的自然本性的层面肯定与描写人，把人的自然原欲作为艺术美的表现对象。周作人 

说：“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②。“凡是人欲，如不事疏通，而妄去 

阻塞，终于是不行的”③。这种提法与西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的 “人欲天然合理”是何等相似。 

鲁迅作为弃医从文的作家，对人的自然本性无疑是十分关注的。他的国民性改造中首先强调 

“野蛮其体魄”。他曾以 “人 +兽性 ：西洋人”来概括西方人的民族性格，以 “人 +家畜性 =某 

一 种人”来概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④ 这里，鲁迅显然是在呼唤自然状态之人性的张扬。陈独秀 

也强调以 “兽性主义”培育一代新人。⑤ 所以，诚如钱理群先生概括的，“用原始的 ‘兽性’来 

改造中国国民性中的软弱素质，这几乎是五四时期先驱者的共同愿望，虽然带有浓重的理想成 

分，但他们自身是十分认真的”。“五四时代人的解放⋯⋯实质上就是追求人性的 ‘放恣’状态 

⋯ ⋯ 五四时代彻底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赋予人的 ‘性欲’以 ‘美’与 ‘善’的品格”⑥。 

① 陈独秀：<东西方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页。 

②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1918年 l2月 15日。 

③ 周作人：<读 (欲海回狂)》，张明高、范桥主编 《周作人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 558 

页。 

④ 鲁迅：<略论中国人的脸》，<鲁迅全集》第 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2页。 

⑤ 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独秀文存》，第 78页。 

⑥ 钱理群：<试论五四时期 “人的觉醒”》，<文学评论》1989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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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五四那一代作家热烈地赞美与肯定 ‘人’的生存本能与自然情欲，呼唤 

感性形态的 ‘生’的自由与欢乐。”① 当然，中国的国情又决定了五四新文学的这种对自然人性 

的描写与张扬是达不到西方文学的程度的，但它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学对人的自然本性的理解， 

在 “人”的理解与描写中凸显了 “欲”的成分。 

此外，“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又受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特别是启蒙文学与文化中以 “人智” 

为核心的人文观念的影响。在 “崇尚科学”的口号声中，上述那种对自然原欲的肯定同人智的 

解放相结合，构成了五四新文学 “原欲 +人智”式的 “人”的观念，体现的是一种世俗人本意 

识，这是五四文学与文化之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也是五四新文学与文化抨击传统文化的动力源， 

其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是毋庸否认的。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 

曾一度消退，并且后来还遭受致命的打击 (“文革”时期)，但 “五四”时期种下的肯定 自然本 

性、个人主义意识、世俗人本意识已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影响力是 

深远而恒久的，它们在 20世纪后期的 “现代化”时代仍焕发着勃勃生机。 

无疑，西方 “现代性”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观念及文学形态。文学对人的自然原欲 

的描写也近乎到了无遮拦的地步，人的物欲、情欲、性欲等本能都可以作为生活的 “原生态” 

和 “美”的对象呈现给读者。这种文学现象每每被冠之以 “后现代”范畴的 “新写实”、“新体 

验”、“新状态”、“新市民”、“新女性”⋯⋯也许，在 “全球化”时代，这种社会现象和文学现 

象都不足为怪，何况，追求时尚是人之本性，创新乃艺术生命力之源。但是，文学仅仅从本能 

欲望的层面，抑或原欲+人智的层面写人性、人的世俗追求或 “人的解放”和 “现代化”，显然 

也是难以囊括人性之丰富内涵的。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观念，一味单向度的世俗人本取向，放纵 

个人欲望，则可能会与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南辕北辙；借人智之力以高度满足以原欲为起点和 

终点的世俗追求，无论对个体的人还是群体的人类，都难以达到人的真正 自由和解放的境界。 

对此，西方人文传统和西方现代价值观的历史演变对我们有警示意义。 

如前所述，古希腊一罗马文化与文学蕴含着一种世俗人本意识。世俗化的人生追求，彰显 

着人的个性，泄放着人的自然欲求，展示着人的智性能力，却缺少超世俗的精神提升。这种人 

文传统和价值观的人性取向是单一型的，它有可能导致人欲的膨胀和物质主义的盛行。其典型 

的例证是罗马帝国的衰亡。罗马帝国晚期人的精神颓靡与社会的腐败及最终的覆灭，其深层文 

化原因就是罗马人对希腊原欲型文化价值观的极端化、片面化接受与推崇带来的人欲的放纵。 

在罗马帝国毁灭的惨痛现实面前，文化哲人思考着、寻求着拯救的途径；面对一个普遍让人感 

到厌绝的物质尘世，精神慰抚与提升成了人们的一种普遍需要，这为欧洲社会由古代到中世纪 

的转型、为世俗型文化向宗教或超世俗文化的转型提供了精神一心理的基础，这也就是基督教 

文化价值体系在中世纪欧洲盛行并深深扎根的深刻的文化一心理原因。在世俗社会日益衰朽的 

时候，基督教提供的崭新而神圣的信仰世界使人们看到了生命存在的希望与意义，“它以唯灵主 

义的理想对抗罗马的物质主义，以禁欲主义的生活态度来抵制罗马的纵欲主义”。② “一种精神势 

力，一种精神力量，一种完全依靠人的信念，道德信条和情操的力量，这时出现在一个物欲横 

流的社会中，带来了极大的好处。教会单独发挥了一种道德力量。还不止于此：它支持和传播 

了一种规则、一种高于一切人类规律的思想。它为了拯救人类，提出了这个基本信念，即在一 

切人类之上存在一条法则，这条法则随着不同的时间和习俗而有不同的名称，它有时称为理性， 

① 钱理群：《试论五四时期 “人的觉醒”》，《文学评论》1989年第 3期。 

② 赵林：《西方宗教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 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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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称为上帝的法则。”① 基督教文化价值观在欧洲的普遍被接受，标志着社会的转型。这个以 

精神价值、道德理性、终极意义为追求 目标的社会，控制着人的自然欲望，使人的心灵有了寄 

托，从而带来了欧洲社会的长期的和平与稳定。“与古希腊罗马相比较，在基督教世界中，人们 

在市民的德行之外加上了人类德行，即精神上的人的德行期 ⋯⋯”② 中世纪西方人对精神价值 

的倾注，为人类的精神追求和自我理解拓宽了视野，也丰厚了西方的人文矿藏。但基督教文化 

的禁欲主义、来世主义和蒙昧主义，又造成了人性的扭曲，从而成了人的精神束缚，也造成了 

中世纪晚期西方社会的衰落。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则把受极端精神束缚着的人解放了出来，这 

主要是把人的自然原欲和知性能力解放了出来。原欲与人智的相对自由与解放，人的生命价值 

追求的世俗化，可以说是现代西方社会与文化相对于中世纪社会与文化之 “现代性”的根本标 

志。当然，这种世俗文化价值观念也是汲取了传统基督教文化之人文性内容的，但是，可以说， 

从文艺复兴到今天为止的西方现代社会，也即资本主义社会，其价值导向的主流是世俗式的物 

欲追求，并且以知性能力的不断拓展为内在推动力。也可以说，从文艺复兴开始到今天为止的 

西方现代文明，一直走着与中世纪传统文明相对抗的道路；虽然宗教人本传统也一直伴随着现 

代文明，但这种精神理性的力量与强劲的物欲推动力相比，显得势单力薄。这两种力量对比的 

极度悬殊，恰恰是迄今为止乃至未来的西方社会越来越物欲化和功利化的深层文化原因，也是 

现代西方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之危机的文化根源。“现代世界要求一定的道德观念的存在，但它又 

破坏了严肃对待道德的基础。现代性 (modernity)既需要道德，又使道德成为不可能的事情。”③ 

缺少精神提升与理性规约的现代人类，已被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解放出来的世俗欲望驱动 

下形成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自由主义、科学主义和人类 

中心主义等合力的裹挟下，迷失在精神与理性的荒漠之中。现代人类在享受着文艺复兴以来不 

断现代化 (亦即世俗化)带来的物质成果的同时，也经受着精神与理性失落的心灵煎熬 (虽然 

这不是整体性的，但却是根本性的)，面临着生存毁灭的威胁与考验。作如此说，无疑不是希望 

人类回到中世纪，更不是要让基督教的上帝成为中国人的信仰，而是想强调指出在人智与原欲 

不断被解放的同时，人更需要精神提升和超现实、超世俗追求，更需深度的关怀。 

因此，我们既要看到五四新文学与文化之解放原欲与人智、个性主义、个体本位主义和世 

俗人本意识在当时及以后的进步意义和深远影响，也要看到中国新文学与文化之现代化和世俗 

人本价值追求有缺乏灵魂之深度、缺乏精神之超越和终极意义追求的一面。虽然其间也不乏理 

性精神 (这主要表现在国民性改造、同情弱者、倡导人人平等、力求民族振兴等方面)，但这种 

理性精神主要也是当下的和功利性的世俗人本取向 (这与欧洲启蒙时期的 “人智”意义上的 

“人”相似)，缺少对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深度关怀。20世纪末期以来我国的文学及人的价值 

取向更显得世俗化、功利化，加之，“全球化”、“现代化”之深入发展，对人的深度关怀和精神 

提升似乎离我们更为遥远。这是让人深感忧虑的。所以，研究与梳理西方文学 “人”的母题， 

反思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现代价值观，对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化建设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们 

的文学与文化工作者，则应为倡导和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更健康、更合乎人性的新文学、新文 

化、新文明，为提升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品位而不懈努力。 

[本文责任编辑：王兆胜] 

① 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沅芷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 35页。 

② 贝奈戴托·克罗奇：<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 160页。 

③ Ross Poole。Morality and Modernity．Rouf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91，Interoduction，P．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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